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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一直是经济学领域最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本文总结了经济增长

和经济结构变迁的经验事实及典型特征,详细回顾了有关经济增长及结构变迁的各种理论模型,并

分析和评述了各种理论之间的发展脉络及其相互关系。研究表明,缘于要素积累、技术进步和制度

变迁等原因,大部分国家的经济都会存在长期稳定的增长趋势;尽管经济增长在总体增长率上能保

持稳定,但由于各部门的不平衡增长,经济结构变迁将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经济增长主要通过

部门间技术差异产生的价格效应,以及非位似偏好产生的恩格尔效应,分别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

角度共同驱动经济结构变迁;投入-产出结构的差异和变化、开放经济下比较优势所带来的国际贸

易,以及劳动力市场摩擦和劳动力流动成本等因素也是影响产业结构变迁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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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变迁一直是经济学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主题之一。从经验数据来看,虽然

长期经济增长率总体保持稳定,但由于构成总体经济的各个部分不可能以同一速度增长,因而经济

增长将必然导致经济内部的结构变化,即所谓的经济结构变迁或经济结构转型。给定不同生产部门

技术创新的不同,不同产品需求收入弹性的不同,以及对外贸易中比较优势的变化,生产结构的迅速

变化不可避免。更重要的是,增长和结构变化相互作用,增长引起结构变化,而经济结构变化又会反

过来影响总体经济增长。经济学家很早就认识到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并强调结构变化对增长的

必要性。Kuznets(1971)指出:“一些结构变化,不仅仅在经济中,而且在社会制度和信念中也是必不

可少的。没有这些结构的变化,就不可能有现代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经济结构方面一整套相互关

联的变化,这些关联性的变化对于经济持续增长也必不可少。或者更严格地说,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结构变化和增长都不是外生的,两者都是供给和需求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研究结构变

化也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不过,早期的经济增长理论并没有把经济结构变

化纳入分析框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早期的增长模型都是基于单一商品假设的加总经济模型,
它无法分析结构变化;二是在很长时间内,经济增长都主要集中在供给和技术进步方面,不关注需求

和消费的变化,而后两者正是理解结构变迁的关键(Gabardoetal,2017)。一直到21世纪初,才出

现很多试图同时解释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变化的文献。

二、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理论的发展过程

(一)新古典增长理论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一般被认为肇始于Solow(1956)。该经典文献证明了市场经济中存在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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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平衡增长路径,但由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资本积累无法带来人均水平的长期经济增长,长期

人均增长依赖于外生技术进步。几乎在同一时期,Kaldor(1961)通过经验研究提出了现代经济增长

的六个典型经验事实:人均产出持续增长,且增长率没有下降趋势;人均物质资本持续增长;物质资

本回报率几乎保持不变;物质资本产出比保持稳定;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几乎

恒定;劳均产出水平的增长率在各国之间差异很大。这就是文献中所称的经济增长的Kaldor事实

(Herrendorfetal,2019)。Kaldor事实中的前五个经验规律都同Solow模型的结论一致,这就从经

验事实方面奠定了Solow模型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基础地位。之后,Solow模型被经济学家向

几个方向进行了拓展,其中最重要的是Cass-Koopmans-Ramsey模型,该模型为Solow模型建立了

微观基础,把Solow模型中外生决定的储蓄率内生化,从而能分析个人优化行为对短期经济行为的影

响,但在解释长期经济增长方面没有增加新的内容和结论。Solow模型和Cass-Koopmans-Ramsey模型

的最大缺陷在于它们无法解释经济增长的两个经验事实:第一,无法解释欧美发达国家乃至整个世

界范围内明显存在的长期经济增长;第二,它们也无法解释各国和各地区之间普遍存在的经济增长

率的巨大差异性。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解释Solow模型中决定经济增长的外生技术进步,主流

增长理论集中于如何内生化技术进步,并出现了包括“干中学”机制、“公共研究部门”机制、人力资本

积累机制和公共资本机制等理论模型。这些模型虽然能解释Solow模型中的外生技术进步,但模型

本身仍无法解释内生经济增长。
(二)新经济增长理论

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AK模型开启了内生增长理论。Romer(1986)提出了“干中学”机制的AK
模型,其中干中学机制及其外溢性是内生经济增长的源泉。Lucas(1988)建立了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
人力资本积累及其外溢性是这一模型中内生经济增长的动力。Barro(1990)则提出了公共资本促进内

生经济增长的模型。第一波内生增长理论本质上都是某种形式的AK模型,其内生经济增长机制都源

自某种资本的外溢性。在这类模型中,技术进步的来源及其同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的微观机制仍不清

楚,在经验研究方面也不能完全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来源(Jones& Manuelli,1997)。这类模型的另一

特征是完全自由竞争市场和单一产品的假设,这使得模型无法讨论经济结构和技术创新等问题。
真正能解释现代经济增长的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技术创新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这类

理论认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是技术创新(新工艺、新产品或新市场),而创新是经济主体自我选择

的行为结果,并且它具有外溢性,也正是这种外溢性带来了内生经济增长。Romer(1990)首先发展

了产品多样化的横向创新内生增长模型。该模型中的新技术是对创新技术拥有垄断权的研发部门

在垄断利润激励下自主研发创新的结果,但创新的外溢性会使得所有研发部门都受益。虽然从企业

的最终产品生产来看,生产函数是规模报酬不变的;但从整体经济来看,创新的外溢性使得要素投入

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因而能产生内生经济增长机制。纵向创新模型由 Aghion& Howitt
(1992)等在专利竞赛模型基础上发展起来①。这种创新会直接导致原有产品或工艺的淘汰,它也被

称为熊彼特创新或创造性毁灭过程。这种创新同样来自企业在垄断利润激励下进行的研发投入,创
新产生的技术进步及其后续所具有的外溢性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由于其对现代经济增长

的深邃洞见及其完美的模型设计,技术创新内生增长模型在很多方面得到发展和应用。例如,Ace-
mogluetal(2002)等把人力资本纳入技术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Matsuyama(1999)等研究了技术

创新的不确定、经济周期和内生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的机制,并解释了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相关性的

经验事实。Grossman&Lai(2004)等分析了专利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并研究了最优专利期

限和最优专利制度等问题。Howitt(2000)等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研究了技术模仿和技术扩散对各国

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据此解释了各国经济发展的俱乐部收敛现象。Acemoglu(2003)等则研究了偏

向性技术进步及其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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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创新和技术本质上仍是在经济中内生的,技术和创新本身并不能解释世界各国间经济增长

率的巨大差异性。为了进一步研究影响各国经济增长的社会内在机制和原因,20世纪90年代之后

出现了很多从技术之外研究增长问题的文献。这方面的开拓性研究包括:(1)Yang& Borland
(1991)等基于劳动力专业分工及其同市场容量和人力资本积累相互作用的机制,研究了劳动力专业

分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证明分工、市场容量和人力资本会相互作用促进经济增长。(2)VanZon
& Muysken(2001)等研究了健康人力资本和健康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研究认为,对发达国家

而言,健康的“消费”需求效应和人口老龄化问题会耗尽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对不发达国家来说,
由于其健康人力资本提升的生产效应会大于“消费”需求效应,健康人力资本的提高会有助于它们跳

出贫困性陷阱。(3)Becker&Barro(1988)等在生育率内生决定的模型中,从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

步和人口增长相互作用的机制研究了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问题,并认为经济增长带来的抚养成本提

高会降低人口增长率。(4)Aghionetal(1999)等研究了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这方面的文献

对于不平等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一问题还没有得到确定性的结论。(5)还有很多研究从制度方面

寻找各国增长差异的原因,其中包括从产权制度(Skaperdas,1992)、市场完备性(Banerjee& New-
man,1993)、市场组织结构(Acemoglu&Zilibotti,1997)、选举制度和税收结构(Perotti,1993)、政
治集权程度(Osafo-Kwaako&Robison,2013)、地方政府能力(Acemogluetal,2015)等视角研究正

式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包括从历史(Véliz,1994)、宗教(Landes,1998)、文化(Edgerton,

1992)、地理位置(Bloom&Sachs,1998)等方面研究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过,由于涉及

因素太多,这些研究没有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且多是实证研究。
(三)大统一增长理论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对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深入,经济学者们已不满足仅仅对后工业时代总

体经济增长的原因和机制进行分析和理解,他们还希望从更长的时间视角和更微观的经济内在结构

视角来探究和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由此,经济增长理论开始转向长期的经济与人口转

型,以及经济内在结构变化这两方面的研究。研究经济与人口转型的理论被称为大统一增长理论

(unifiedgrowththeory),研究经济结构变化的理论被称为经济结构转型或经济结构变迁理论。
大统一增长理论把整个人类历史时期划分为三个不同阶段:马尔萨斯时期、后马尔萨斯时期和

持续增长时期(Galor,2005)。马尔萨斯时期的特征是技术水平、人口数量和人均收入几乎都没有增

长,同时有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和低预期寿命;人均收入显著影响人口增长。后马尔萨斯时期的特征

是高劳均产出增长率、高工资增长率和高经济增长率;低人均收入增长率带来高生育率、低死亡率和

高人口增长率;人均受教育水平、健康水平和人均寿命都显著提高。在经济持续增长时期,技术进步

加速,人均收入显著提高;死亡率继续下降但生育率也下降,因而人口增长率开始下降;人均教育和

健康水平以及人均预期寿命都迅速上升。其实,在大统一增长理论之前,对于每一阶段的发展过程,
一些文献都进行过探讨。例如,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主要研究和解释经济持续增长

时期的经济增长机制和特征;Lucas(2002)和Acemoglu&Zilibotti(1997)等对马尔萨斯时期,以及

马尔萨斯时期向后马尔萨斯时期转变的经济增长过程进行了分析和解释。另有文献对转型过程的

人口、教育变化过程进行了研究。例如,Ecksteinetal(1999)等分析了婴儿死亡率下降和生育率下

降的关系及其对人口转型的影响;Galor& Weil(1996)等分析了小孩抚养成本的提升对生育率和人

口转型的影响;Galor& Weil(1999)等分析了技术进步提升人力资本需求对人口转型的影响;Doep-
ke(2005)和Bhattacharya&Chakraborty(2012)等分析了小孩数量和质量的替代选择对生育率和教

育发展的影响;Lappegard&Ronsen(2005)等分析了教育水平对生育速度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

Tasiran(1995)和 Miller(2009)等则分析了妇女工资和生育时间的相互作用。

Galor& Weil(2000)首次用统一增长理论模型解释了经济从马尔萨斯时期向持续增长时期经

济转型和人口转型的全过程。Kogel&Prskawetz(2001)则基于农业技术进步的统一增长理论来解

释经济转型的全过程。Tamura(2002)等从人力资本积累视角解释了经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

—721—

王弟海等: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研究进展



  2021年第1期

转型过程。Lagerlof(2003)等从包括死亡率、预期寿命等健康因素对生育率和教育投资的影响机制

解释了经济转型和人口转型过程;Olssonetal(2005)等则从生物演化视角解释经济转型过程;Galor
etal(2009)从土地所有制的变迁对人力资本的影响角度来解释经济转型过程。当然,目前大统一增

长理论对整个经济与人口转型过程的解释还不完善,还没有一个模型能够全部解释这一转型过程中

的所有现象。因此,这方面的研究还在继续,其研究仍然集中在经济增长同人口转型、生育率变化和

人力资本投资间的相互影响和互动机制。最新的一些研究包括:Cervellati&Sunde(2015)运用统一

增长理论模型研究了经济发展非线性动态过程的经济特征,解释了在经济转型和人口转型过程中各

国从停滞阶段进入持续发展阶段在起飞时间上的差异性,以及影响死亡率的外在环境在其中的关键

作用。Bhattacharya&Chakraborty(2017)和Strulik(2017)等基于统一增长理论研究了现代避孕

方法、生育率、教育和长期经济增长间的相互影响,并据此解释了生育率转型和经济起飞规律;

DAlbisetal(2018)利用统一增长理论框架研究了经济增长和人口转型过程中的总生育率下降和妇女

平均生育年龄“U”型变化的规律;Chatterjee&Vogl(2018)在统一增长模型中研究了生育率波动同经济

增长和经济波动间的关系;Futagami&Konishi(2019)研究了收入水平同生育率、死亡率和研发活动之

间的互动机制及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Madsen&Strulik(2020)实证研究了统一增长理论中技术进

步所引起的儿童数量和质量之间的替代关系,以及这一机制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

三、非平衡增长路径下的经济结构变迁理论

(一)早期三次产业的划分和经济结构变迁的特征事实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经济结构变迁(也称为结构转型)就受到经济学者广泛关注。Fisher
(1939)和Clark(1940)等提出了三次产业(第一产业或农业、第二产业或工业、第三产业或服务业)
的划分,并探究了经济活动在三次产业间转移的现象和机制。他们的研究发现,以就业、产值和消费

支出等衡量的经济活动会在三个主要部门间持续转移。早期研究也基于不同的划分标准对经济活

动部门转移的内在机制提出了不同的解释。Fisher(1939)基于需求层次论来划分三次产业,把满足

基本需求的物品生产归为第一产业,把能运用标准化程序进行生产的物品生产归为第二产业(特别

是制造业),把新出现的产品生产归为第三产业,并认为收入提高所带来的需求变化是经济结构变化

的原因。Clark(1940)根据产品的共有特性来划分产业,把农业、林业和渔业划分为第一产业,把所

有的生产和加工行业都划分为第二产业,其他行业(包括建筑、运输、通讯、金融、公共部门、私人服务

等)则都被归为第三产业;并由此把产业结构转移的原因归结为各产业生产力增长率的不同和需求

收入弹性的差异。Wolfe(1955)根据推动行业增长的主导要素来划分三次产业,把依赖于自然要素

增长的行业划为第一产业,把依靠机械化要素增长的行业归为第二产业,把依赖于人类技艺水平提

高的行业归为第三产业;并由此认为这些主导要素增长速度的不同是产业结构变化的主导因素。

Fourastie(1949)把行业技术进步率作为三次产业划分的核心标准,认为具有中等技术进步率的行业

属于第一产业,高技术进步率的行业属于第二产业,低技术进步率的行业则属于第三产业,而产业间

技术进步率的不同是导致经济活动转移的主要原因。早期经济学家对经济结构变化机制的深邃洞

悉和见解为后续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思想源泉。现代经济结构变迁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证明,这些因素

和机制确实会驱动或影响经济结构变化。
早期的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并提出了经济活动的结构变化规律,之后的学者则开始从理论和实证

两方面全面深入地探究经济活动结构转移的内在原因和机制。Kuznets(1971)首次从实证方面系统

研究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变化特征,其经验研究表明:不但以劳动力占比(也称为劳动力份额)、
生产产值占比和消费支出占比衡量的主要经济活动会在三次产业间持续转移,而且三次产业的内部

结构也在不断变化(这一产业结构变化规律在文献中称为Kuznets事实);导致产业间和产业内经济

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是需求变动、国际贸易和技术变迁等因素。后续大量实证研究继续证实:第一,
经济活动在三次产业间转移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普遍规律;第二,无论是从一国的时间序列数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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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还是从各国发展的面板数据来看,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第一产业的产值占比、增加值占比和消

费支出占比(包括以不变价格衡量的实际值占比和以当期价格计算的名义值占比),以及劳动力占比

(包括就业人口占比和劳动时间占比)都在下降,第二产业的这四个占比则呈驼峰型变化①,第三产

业则一直上升,且没有减弱的趋势(Herrendorfetal,2014);第三,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对于技术进步

比较快的行业或产业(如工业),其产品价格相对下降;对于技术进步较慢的行业或部门(如服务业),
其产品价格相对上升(Boppart,2014);第四,各产业内部的结构也在变化,如工业部门中制造业份额

上升最快,在服务业内部则教育、科研及政府部门的相对份额上升较快(Herrendorfetal,2014;Ne-
uss,2019)。

(二)早期基于供给侧因素驱动的非平衡增长结构变迁理论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有文献试图建立严格的理论模型来解释经济结构的变化。Lewis
(1954)首先提出一个二元经济模型来解释经济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型。它假设经济中有两个部门:生
产力落后的农业部门和更高生产力的工业部门。工业部门的工人和农业部门的土地所有者及农民

都无储蓄,投资完全来自工业部门中资本家的储蓄。假设农业部门能够在维持生存的固定工资水平

下向工业部门无限供给劳动力,而工业部门资本家的储蓄会带来资本的不断增加。持续积累的资本

将会导致劳动力不断地从农业部门流向具有更高生产力的工业部门,由此就会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

和经济活动从农业向工业转移的结构转型。Ranis&Fei(1961)和Rao(1952)进一步研究表明,即
使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随着劳动力流出而不断提高,只要工业部门存在持续的资本积累,同样也能

带来农业向工业的转型,但经济最终会收敛到Solow模型中的新古典增长情形。在这三个二元经济

模型中,经济转型的源动力都来自资本积累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另一些模型则从技术进步视角来解

释经济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型。例如,Jorgenson(1961)基于新古典二元经济模型中的农业技术进步

解释了经济结构转型。模型假设经济中有农业和工业两个部门:农业产出由劳动和土地决定,工业

产出依赖于劳动和资本。劳动力在两个部门间的分配直接由农业生产状况决定:如果没有农业生产

剩余,所有劳动力将都在农业部门就业;只有当出现农业生产剩余后,劳动力才能从农业转移到工

业,转移率等于农业生产剩余的增长率。这个模型表明,农业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农业生产剩余增长

速度决定了农业向工业转型的速度,而工业技术进步率则决定了经济增长的速度。经济最终也会收

敛到新古典增长情形,此时经济增长率将由工业部门决定。Baumol(1967)则提出了一个基于部门间

不平衡技术进步率来解释工业向服务业转型的理论模型。该模型认为,服务业更低的技术进步率使

得其成本和相对价格提高,从而使就业不断向服务业部门转移。服务业部门不断上升的成本和相对

价格最终可能会使得服务业部门的就业份额趋向于1,而整个经济的增长率则趋于0。在这些早期

的两部门模型中,经济结构转型的主要机制是经济增长过程中部门间不平衡的劳动生产力所导致的

劳动力和产出的部门转移,结构变化主要由部门间不平衡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所推动。这些模型

基本抓住了资本积累和生产技术等供给侧因素对经济结构变化的作用机制,却忽略了需求侧因素的

影响,尤其是未考虑经济行为人自我选择机制对经济的影响,因而没有分析经济主体的选择行为在

经济转型中的作用②。更重要的是,就理解和探讨经济结构变迁的原因和机制来看,由于忽视了经

济行为人的选择和需求侧的影响,早期的两部门模型对于经济结构变化驱动机制的研究是不充分和

不完全的(Gabardoetal,2017)。因此,这些模型充其量只能解释阶段性的经济转型过程,如农业向

工业转型或工业向服务业转型,而无法全面解释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活动从农业向工业再向服务业

转移的长期持续的结构变化过程。
(三)基于需求侧因素驱动的非平衡增长结构变迁理论

同以上从资本和技术等供给侧的解释不同,另有很多学者从以偏好为基础的需求侧来解释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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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韩国有些例外,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制造业的实际增加值占比一直上升,而其制造业的消费占比则基本保持

不变(Herrendorfetal,2014)。
关于早期从发展经济学角度解释结构变化的文献,Syrquin(1988)进行过详细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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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变迁。这些研究把经济活动建立在经济行为人自我优化选择的微观基础上。通过非位似型偏

好假设,他们得到了同恩格尔定律一致的需求收入弹性①,并以此解释结构变化。例如,Matsuyama
(1992)建立了非位似型偏好和干中学机制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该模型表明,在非位似型偏好所

产生的恩格尔定律作用下,农业生产率的增长会导致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转移,且随着工业部门干

中学效应的显现,经济会加速增长。Park(1998)在一个具有Stone-Geary型非位似偏好和人力资本

积累的内生增长模型中,分析了农业向工业的转型过程。该模型表明:长期经济增长率主要由人力

资本的规模决定;但Stone-Geary偏好下的非单位需求收入弹性使得不同产业在转型期间和平衡增

长路径上的增长率都不同,各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不同,且随时间不断变化;转型期间产出和要

素会向制造业集中。Laitner(2000)也在非位似偏好假设下分析了农业向工业的经济转型,以及结

构变化对总储蓄率的影响。其分析表明,当收入水平提高时,非位似偏好所产生的恩格尔定律使得

需求从农产品转向工业品,劳动力也从专门从事农产品生产不断转向工业品生产。在极端情况下,
工业的份额收敛到1,经济也收敛到新古典增长模型。Caselli&Coleman(2001)运用Stone-Geary
型非位似偏好假设下所得到的跨部门间不同需求收入弹性来解释结构变化,并据此分析了美国经济

从农业向非农业经济转型的结构变化过程和不同地区平均工资的收敛性。Gollinetal(2002,

2007)用具有Stone-Geary型偏好的结构转型模型解释了各国工业化过程中经济起飞时间的差别和

经济增长率的差异。该模型假设经济中存在两种产品: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由于食物衣服等是维持

人们生存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因此在效用函数中,人们对农产品比工业产品有一种优先消费的偏好;
只有当农产品消费达到一定的数量产生饱和感之后,人们才开始偏好于对工业产品的消费需求。在这

一Stone-Geary偏好下,工业部门的发展及其经济结构的转型主要取决于农业部门生产能力的状态。
只有当农业部门的生产技术能提供足够多的农产品时,劳动力才可能转移到工业部门生产,从而开始

工业革命和经济转型。他们的研究最后认为,各国农业生产力水平及其增长率的差异所导致的结构变

化进程的差异,可能是各国工业化起飞时间差异和进展速度不同的主要原因。在以上模型中,尽管同

早期的二元经济模型一样,农业和非农业在生产技术方面也存在差异,但非位似偏好假设下不同产品

需求收入弹性的差异,以及各种因素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和收入效应才是经济结构转型的主要动因。另

外,这些文献也主要解释了农业向工业的转型,没有解释从农业和工业向服务业的转型。
(四)基于偏好和技术的非平衡增长结构变迁理论

从偏好视角来解释经济结构变化的文献同样只考虑了经济的一个面———需求侧。现实经济其

实是供给和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也只有借助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因素,才能更合理地解释

经济活动从农业向工业再向服务业转型的全过程(Buera& Kaboski,2009;Herrendorfetal,

2013)。Echevarria(1997)首先在一个同时考虑生产和需求两方面因素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解释

了经济从农业向工业再向服务业转移的全过程。模型假设消费者对三种商品的需求是一种非位似

型偏好。在各部门不同外生技术进步率的作用下,经济增长通过恩格尔定律的作用使得需求结构和

产业结构发生变化,这反过来又影响到总体经济的增长。该模型不但解释了各产业间就业占比和产

值占比的结构变化规律,而且还解释了不同国家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性。Dennis&Iscan(2009)也
构造了一个非位似偏好和部门间存在偏向型技术进步的结构转型模型,据此分析了来自非位似偏好

的收入效应和来自偏向型技术进步的价格效应对美国长期经济增长中劳动力转移的影响。Duarte
&Restuccia(2010)则在一个具有非位似偏好和部门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分析

了各部门生产率差异所导致的劳动力转移对经济结构变化和跨国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其研究表

明,劳动力在不同生产率水平的产业间转移的差异性能够解释各国总体生产率差异的50%。Guillo
etal(2011)利用一个具有偏向型技术进步和非位似偏好的模型分析了美国19世纪和20世纪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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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恩格尔定律认为,当家庭的收入增加时,食物支出份额会持续下降。其后的研究发现,恩格尔定律几乎对所有

消费品都成立。Houthakker(1984)认为,恩格尔定律是经济学中最稳健的经验发现。



结构转型的主要动因,该模型能解释美国经济活动从农业流出的转型过程,而且还能解释生产部门

转移的方式。Alvarez-Cuadradoetal(2018)在Stone-Geary型偏好、部门间具有不同技术进步率和

不同资本-劳动替代率的模型中,分析了结构变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解释了产业结构变化

过程中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的现象。这一模型分析认为,部门间技术进步率的差异和资本-劳动

替代弹性的不同是导致经济结构转型和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资本偏向型的技术进步导致

收入份额向资本倾斜,非位似型偏好则推动着经济向服务业转型。
以上文献从技术供给侧和偏好需求侧探讨了经济结构变化的驱动力,但这些模型中一般都没有

平衡增长路径,很多结论依赖于数值模拟,结论缺乏理论一般性。更重要的是,这些文献只是解释了

结构变化的Kuznets事实,无法解释经济增长的Kaldor事实,更无法把经济增长的特征事实和结构

变化的特征事实统一起来。

四、平衡增长路径下的经济结构变迁理论

2000年之后兴起的新一波增长模型开始同时关注总体经济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变迁。现有文

献已经发展出一类更好的理论模型,能把结构变化的Kuznets事实同经济增长的Kaldor事实结合

起来,这类研究也被称之为平衡增长路径下的结构变迁理论。这类文献综合了以上经济增长理论和

非平衡经济结构变迁理论的机制,能同时解释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变迁的两类特征事实,使得增长

理论和经济结构转型理论实现完美的统一。
(一)偏好驱动的收入效应机制

第一种导致结构变迁的经济机制是由非位似型偏好驱动的收入效应。该理论机制主要从需求

侧因素来解释经济结构变化的内在机理,它把驱动经济结构变化的动力归结为非位似型偏好下所产

生的恩格尔收入效应。由此,这一机制也被称为“基于效用”的解释。这种理论认为,当收入水平提

高时,由于消费者对不同部门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不同,那些满足高层次需求的产品,其需求的收入

弹性会大于1,因此对这类产品的需求会提高得更快,从而导致要素投入和消费支出向生产这类产品

的部门流动。Kongsamutetal(2001)首次运用理论模型从偏好视角同时解释了结构变化的Kuznets
事实和经济增长的Kaldor事实。在Stone-Geary型非位似偏好假设下,该模型能够产生符合恩格尔

定律的需求曲线,其中农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小于1,制造业产品等于1,服务业则大于1。模型还表

明,当初始状态满足某种条件时,经济中存在一种广义平衡增长路径(简称GBGP路径);在这一路径

上,真实利率、资本产出比和加总经济增长率均保持不变,因而Kaldor事实成立。同时,外生技术进

步带来的收入增长导致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农业产值占比持续下降,服务业产值占比不断上升,制造

业则保持不变。Meckel(2002)在这一模型基础上,通过引入研发创新机制建立了内生增长的结构变

化模型,得到了同样的结论。不过,这两个模型有几个缺陷:第一,在这类模型中,广义平衡增长路径

要求描述偏好和技术的参数满足某种非常严格的“刀锋”式条件,这在现实中难以成立。第二,模型

能预测农业占比的递减变化和服务业占比的递增变化,这同现实经济转型一致,但无法解释现实中

制造业占比的驼峰型变化。第三,Stone-Geary效用函数假设使得经济转型只是一种暂时性的过程。
当经济总量相对于效用函数中最低需求量显得很大时,这一效用函数就接近于一个科布-道格拉斯

函数,因而经济中也就不存在结构转型。最后,由于模型预测在广义平衡增长路径上各产业的相对

价格保持不变,因而结构转型中的名义产出结构份额和实际产出结构份额将同步变化,这就无法解

释现实经济中名义产值结构同实际产值结构不同步变化的经验事实。此外,模型结论意味着最穷国

家的服务业消费占比和就业占比都趋近于0,这也同实际经济中“无论国家多穷,其服务业的消费和

就业占比都有一个非0的最低下限”(Herrendorfetal,2014)这一特征事实不一致。Foellmi&
Zweimueller(2008)也发展了一个能同Kaldor事实和Kuznets事实相一致的结构转型模型。他们

提出了另一种非位似偏好———等级式偏好(hierarchicpreferences)。在这一偏好下,当收入水平提

高时,主要消费支出会不断从低层次必需品向高层次奢侈品转变,因而新产品会不断出现;而且每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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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开始都是高收入弹性的奢侈品,但随着收入的提高会逐渐转变为低收入弹性的必需品。在等

级式偏好假设下,这一模型表明,经济中存在类似于广义平衡增长路径的加总平衡增长路径(即总产

出、总消费和总资本增长率都保持不变的平衡增长路径,简称ABGP路径)。在该路径上,劳动力会

不断从低层次需求的农产品生产流向高层次需求的服务业产品生产,而中间层次需求的制造业产品

生产的劳动力占比则呈驼峰型变化。同Kongsamutetal(2001)模型相比,这一模型能够解释制造业

占比的驼峰型变化,而且其平衡增长路径的存在性条件只需要“不同产品的偏好呈指数权重形式”和
“劳动扩张型技术进步”这两个假设,因此,其平衡增长路径的存在性在现实中更有说服力。Foellmi&
Zweimueller(2008)的模型同样只依靠收入效应就解释了经济结构变化的全过程,但在这一模型中,广
义平衡增长路径的存在仍然依赖于“指数偏好权重”这一特殊效用函数的假设。另外,从解释现实经济

来看,在这类偏好模型中,作为高层次需求的服务业产品在低收入阶段同样不会进入消费,这同现实数

据相违背;模型中对单个产品的假设没有具体的经济学特征指向,因而无法同现实经济中三次产业的

划分相对应,这也使得模型无法为现实经济的模拟提供更多的理论指导(Herrendorfetal,2014)。
除以上两种非位似偏好外,还有其他一些用于解释收入效应的偏好。Boppart(2014)提出一种

以间接效用函数给出的价格独立的广义线性偏好(简称PIGL偏好),这是一种比Gorman形式的偏

好更一般化、能产生非线性恩格尔曲线、具有长期收入效应的偏好形式,这种偏好也能产生具有平衡

增长路径的长期经济结构变迁的动态特征。Cominetal(2019)提出了一种非位似固定替代弹性偏好

(简称非位似CES偏好)。这种偏好假设不同产品间的价格替代弹性相同而单个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

不同,尽管这些弹性都固定不变。因此,该偏好既能产生单个产品固定不变的需求收入弹性和不同产

品间固定不变的替代弹性,又能产生一种非线性的恩格尔曲线,即不同产品非位似型的需求曲线。在

该偏好下,经济中也存在一种长期经济增长率和利率水平都保持不变的渐进平衡增长路径,因而能同

时解释Kaldor事实和Kuznets事实。Alderetal(2019)则提出一种跨期可集聚型偏好(简称IA偏好),
这种偏好把广义非位似偏好和PIGL偏好都嵌套在其中。因此,在这种偏好下,不仅能够产生非单调性

支出份额的恩格尔曲线,因而可以解释经济结构变化的Kuznets事实,而且能产生加总经济的平衡增长

路径,因而也可以解释Kaldor事实。更重要的是,由于参数选择的灵活性,这一偏好假设下理论模型预

测的经济结构变化特征能同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长期结构变迁的历史数据相吻合。
(二)技术驱动的价格效应机制

解释经济结构变化的第二种机制是技术驱动的相对价格变化效应,这类机制在文献中被称为

“技术驱动型”结构变迁理论。只要不同产品间的需求替代弹性不等于1,则相对价格变化就会导致

消费支出结构的变化,并由此引起产业结构变化。导致价格变化的部门技术差异可以有三种类型:
生产力增长(技术进步)率的不同(文献中也称为偏向型技术进步)、要素密集度(资本-劳动比)的不

同和要素替代弹性的不同。沿着Baumol(1967)的思路,Ngai&Pissarids(2007)首先基于偏向型技

术进步假设,从生产方面解释了Kaldor事实和Kuznets事实。当各产业技术进步率不同时,不同产

品的生产成本会以不同的速度下降,从而导致相对价格发生变化,技术进步快的部门价格相对下降。
如果不同产品的需求替代弹性不等于1,则相对价格变化就会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化。具体来说,这一

模型表明,在一定条件下经济中存在ABGP路径:在这一路径上,如果最终产品的需求替代弹性小于

1,则技术进步快的产业其消费支出占比和就业占比会下降;如果产品的需求替代弹性大于1,则技术

进步慢的产业其消费支出占比和就业占比会下降。在需求替代弹性小于1且农业技术进步率大于

工业、工业技术进步率大于服务业的假设下,他们得到的三次产业结构变化过程同经验数据一致,并
证实了Baumol(1967)关于“技术停滞部门产品的生产成本和价格无限上升,劳动力直接流向技术停

滞部门”的结论。Herrendorfetal(2014)也发现,在1970—2007年间,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拿

大、欧盟10国和美国等国家的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确实存在显著的

差异,其中农业TFP增长率最大,其次是制造业,服务业的TFP增长率最小。因此,Ngai&Pissar-
ids(2007)关于经济结构转型的条件对于这些国家在1970—2007年间的现实而言是成立的,而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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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模型得到的理论结论同这些国家现实经济中就业从农业流向工业再流向服务业的转型过程一

致。不过,Alvarez-Cuadrado&Poschke(2011)利用11个发达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发现,在过去两

个世纪中,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同非农业产品价格的变化出现了相反的趋势:农产品价格二战前相对

于非农产品上升,二战后则相对于非农产品下降。如果按照Ngai&Pissarids(2007)的模型,这就

意味着二战前农业部门具有更低的技术进步率。因此,该模型只能解释二战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现

象,不能解释二战前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的长期转移过程。此外,无论是以产出份额还是以消费

份额来衡量,Ngai&Pissarids(2007)的模型都只能解释三次产业名义份额的变化特征,无法解释实

际份额的变化特征事实,尤其无法解释农业和制造业的实际产出相对于服务业递减的特征事实。因

为在该模型中,CES生产函数意味着名义和实际份额必然会以相反的方向变化。由此,如果模型的

参数取值能够得到农业和制造业名义份额相对下降的结论,那么它就一定无法解释现实中这两者的

实际份额也下降的经验事实(Herrendorfetal,2014)。

Acemoglu&Guerrieri(2008)提出了另一种导致经济结构变化的技术因素———不同产品资本密

集度(资本-劳动比)不同,分析了不同部门要素密集度差异对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并在部门间具

有偏向型技术进步和差异性资本产出弹性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同时解释了 Kaldor事实和

Kuznets事实。该模型表明,在不同部门的产品具有不同资本产出弹性的经济中,不同产品的资本密

集度也不同。当资本供给相对于劳动供给增加,使得资本价格(利率)相对于劳动价格(工资)下降

时,即使各部门的技术进步率相同,这时也会导致资本密集型产品(即资本产出弹性大的产品)的价

格会相对于其他产品下降。同Ngai&Pissarids(2007)模型一样,如果产品需求替代弹性小于1,这
时相对价格的变化就会引起经济结构变化。Acemoglu&Guerrieri(2008)证明,这一模型中存在稳

定增长路径(简称CGP路径,特征同ABGP路径一样),从而也能解释经济增长的Kaldor事实。不

过,如果Acemoglu&Guerrieri(2008)要得到Kuznets事实,需要假设农业资本密集度大于制造业

再大于服务业。但Herrendorfetal(2015)研究表明,1947—2010年间美国农业的资本密集度大于

服务业,但服务业的资本密集度大于制造业。由此,Herrendorfetal(2015)认为,资本要素密集度的

差异可能不是推动战后美国产业结构变化技术方面的原因。Dennis&Iscan(2009)的研究也表明,
尽管部门间资本密集度的不同能够扩大相对价格效应,但这一机制在1800—2000年间美国劳动力

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过程中的作用不大。最近,Alvarez-Cuadradoetal(2017,2018)提出第三种可

能导致经济结构变化的技术机制———不同产品间的要素替代弹性不同。这一模型表明,当整个经济中

的资本和劳动比例变化时,产品间资本-劳动替代弹性的不同不仅会影响产品的相对价格,而且还会

引起一种“要素再平衡”效应,即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大的产品生产会更多地使用价格便宜的要素,从而

使得其资本-劳动比变化更大,生产成本和相对价格变化也更大。由此,当经济中要素比例变化时,要
素替代弹性的不同一方面会引起相对价格的变化,并导致消费支出和产出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又会

通过要素再平衡效应导致部门间要素比的变化率不同,并引起不同部门要素结构的变化。该文研究证

明,在一定条件下,这一模型中存在CGP路径;不过在平衡路径上,经济结构转移已经结束,结构变化只

发生在向CGP路径过渡的过程中。同前面两个模型不同,Alvarez-Cuadradoetal(2017)允许任何部门

的资本和劳动收入份额变化方向不同,这一结论同经验事实更吻合(Neuss,2019)。
(三)技术和偏好共同驱动的经济结构转型

技术驱动和偏好驱动这两种机制在现实中可能并不是相互排斥而是互补的。因为无论是收入

效应还是价格效应,都无法单独解释经济结构变化中的全部经验事实。例如,Herrendorfetal
(2013)发现,在1947—2010年间美国经济结构变化的过程中,来自非位似偏好驱动的收入效应更能

解释以最终消费支出占比数据衡量的经济结构转型过程,而来自偏向型技术进步驱动的价格效应则

对以增加值占比数据衡量的经济结构变化过程更具有解释力。Herrendorfetal(2014,2018)指出,
偏好驱动型的收入效应理论无法解释各种结构会长期持续性变化的特征事实,而技术驱动型的价格

变化效应理论认为各产业名义消费支出份额的变化趋势和实际消费支出份额的变化趋势应该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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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同经验数据不吻合。Cominetal(2019)进一步指出,如果结构变化由供给方的价格效应驱动,
则控制相对价格变化之后,各部门的支出份额应该同收入(或总消费)没有相关性;如果结构变化由

需求方的收入效应驱动,则控制价格变化之后,各产业的恩格尔曲线应该不是水平的,农产品的恩格

尔曲线应该向下倾斜,服务业的恩格尔曲线应该向上倾斜。此外,正如前文所说,如果假设偏好是非

位似的,由于该偏好只在消费水平很低时才成立,恩格尔曲线应该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消失,它最终应

该逐渐变成水平直线。但根据美国和OECD国家的数据:首先,对于农产品和服务业产品来说,控制价

格变化后的支出份额残值和消费残值之间都存在显著相关性;对于农产品来说两者之间存在显著负相

关,对服务业则存在显著正相关。其次,恩格尔曲线都是倾斜的,没有出现趋向于水平直线的趋势。这

就表明,尽管欧美发达国家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但恩格尔曲线并没有像非位似偏好所预测的那样趋

向于水平直线,经济结构转型过程并不像非位似偏好预言的那样是一个短期现象,而是一个长期现象。
为了更好地解释经济结构转型中的特征事实,后续研究同时把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纳入模型分

析,并探讨这类模型中平衡增长路径存在的可能性及其经济特征。Herrendorfetal(2014)用一个

Stone-Geary偏好和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动态模型证明了GGBP路径的存在性条件,讨论了各种偏好

型驱动和差异型技术驱动的结构转型过程的异同点,分析了不同机制在解释结构变化中的作用,并
讨论了同时具有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的模型中平衡增长路径的存在性问题。Bopart(2014)也建立

了一个具有非Gorman形式的PIGL偏好和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动态模型。该模型被证明同样存在

CGE路径,CGE路径上的经济结构变化特征符合Kuznets事实。该文还分析了收入变化对加总经

济需求结构的影响,并据此构造了一种结构分解法把结构变化效应分解为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这

种分解的结果表明,两种效应对美国结构变化的影响几乎同等重要。Herrendorfetal(2018)进一步

考虑了投资内部结构变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假设消费品和投资品都是需要利用中间产品来生产,
他们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下证明,即使是在非位似偏好假设下,而且同时存在三种技术差异(包括

投资偏向型技术进步、不同部门差异性TFP增长以及不同部门资本产出弹性不同),模型中仍存在

平衡增长路径。Herrendorfetal(2018)还发现,利用这一模型进行数值模拟所得到的经济结构转型

特征同美国实际经济数据吻合得很好。Cominetal(2019)则在一个具有非位似CES偏好、部门间存

在偏向型技术进步和差异性资本产出弹性的模型中解释了经济增长中的结构变化。该文证明,这一

模型在一定条件下会存在一条CGP路径;在这一路径上,农业占比逐渐下降,制造业呈驼峰型变化,
服务业逐渐上升。该文还分析了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现实经济中

70%的结构转型都能够被收入效应解释。
(四)国际贸易和投入-产出结构等其他机制对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

除了基本的Kaldor事实和Kuznets事实外,即使把偏好驱动机制和技术驱动机制都纳入模型

假设中,模型仍无法完全解释现实经济结构转型中的其他一些重要特征事实,模型的结论同现有数

据给出的经济结构变化特征仍存在很大差异。例如,Buera&Kaboski(2009)研究表明,即使同时把

偏向型技术进步和非位似型偏好都考虑进去,基本模型在解释实际数据时仍存在三个问题:第一,模
型无法解释最近数据显示出的制造业急剧下降和服务业急剧上升的现象;第二,为了同消费和产出

的数据相吻合,模型需要不同产品之间有一个极低的不合理的需求替代弹性;第三,模型无法解释消

费支出份额变化和产出份额变化显著不同于就业份额变化的现象。为了更好地解释和理解现实经

济结构变化的深层次特征,以及评估不同驱动机制在经济结构变化不同阶段中的作用,除了以上两

种机制外,更新的一些文献还提出另外一些影响经济结构变化的重要机制,如开放经济中部门间比

较优势差异及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部门间投入-产出结构的差异和变化、劳动力市场摩擦导致的

劳动力流动成本等因素。不过,除了Alonso-Carrera&Raurich(2018)证明了具有劳动力流动成本

的非位似偏好驱动的结构转型模型中存在鞍点稳定的平衡增长路径外,其他机制中是否存在平衡增

长路径还不是很确定,目前在理论上还没有完全被证明。
一些研究强调了开放经济条件下比较优势变化驱动的国际贸易效应对一国产业结构变化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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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比较优势理论表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会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具有比较劣势

的产品。因此,当一国由封闭走向开放时,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会扩张,不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会收

缩,由此就会导致经济结构变化。要素禀赋理论也表明,在一国要素逐步积累和技术不断进步的过

程中,密集使用要素积累快的部门或技术进步快的部门,其产品生产增长会更快,由此就会导致资源

向这些部门转移从而出现结构变化。Matsuyama(2009)最早在一个Stone-Geary型偏好的两国两

部门模型中研究了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对一国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其研究表明:在开放经济中,由
于不同国家间可以通过比较优势进行贸易,一个国家中技术进步快的部门可以通过出口扩大其产品

需求并阻止其产品价格下降,从而带来该部门生产的持续扩张;而技术进步慢的部门可以通过进口

来缓解其产品价格上涨和劳动需求增加的压力,同时减少本国对该种商品的生产。因此,如果两个

国家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存在差异,那么在技术进步快的国家,制造业的劳动力份额最初会以一个比

封闭经济更快的速度增长,直到两国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都达到饱和之后才会开始下降,因而长期

来看,该国制造业仍呈现驼峰型变化。在技术进步慢的国家,由于进口的影响,其制造业生产和劳动

力份额则会一直下降。因此,对于技术进步快的国家来说,这种国际贸易机制能够缓解封闭经济中

不平衡技术进步所带来的Baumol(1967)成本病对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的阻碍作用,并加速其向技

术进步快的产业转型的过程。同时,这种机制还会使得消费支出占比衡量的结构变化进程同产出占

比或劳动力占比衡量结构变化进程出现差异,因此对于解释一些出口导向型国家经济发展中的结构

转型现象具有重要作用。Teignier(2018)利用两国两部门的开放经济模型研究了国际贸易在经济从

农业向工业结构转型中作用,发现农业进口在19世纪英国和20世纪韩国的经济结构转型中都具有

关键性的作用;其研究还表明,把收入效应同国际贸易机制结合起来,能更好地解释现实经济中农业

份额的快速下降。Uyetal(2013)把这一模型扩展到三部门开放经济中证实,即使制造业是三部门

中技术进步最快的产业,其劳动力占比也会呈驼峰型变化;其研究还表明,工业部门技术进步所产生

的Baumol效应同比较优势产生的国际贸易效应结合起来,能够更好地解释韩国工业占比变化特征

的经验事实。Swiecki(2017)和Sposi(2019)也证实,开放经济条件下通过比较优势进行的国际贸易

机制能够加快一国的经济结构转型。
另一些研究强调的是投入-产出结构差异和变化对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前面三种机制都假

设经济中各产业的投入要素和该产业生产的产品是完全确定分开的,生产过程是确定性的投入要素

转化为最终产品的过程,而消费者的需求只是对最终产品的消费。但在现实经济中,各部门生产的

产品很多时候既作为中间产品成为后续生产中的投入要素,同时又作为最终产品成为消费品。当企

业生产的最终产品和/或服务又作为中间产品被其他企业“消费”,而不同产业或部门的投入-产出

系数存在差异时,随着作为中间投入要素的产品占产业总产出的份额不断增大①,投入-产出结构

的差异及其变化就会通过投入-产出链而引起劳动力在产业间的重新配置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

Herrendorfetal(2013)最早强调了投入-产出结构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认为投入-产出结构是

导致现实经济中由最终消费支出占比衡量的经济结构变化同消费品增加值占比衡量的经济结构变

化在数据上不一致的主要原因,因此还揭示了投入-产出结构影响这两种经济结构相互关系的内在

机制。Berlingieri(2014)首先在一个局部均衡模型中,利用中间要素需求结构的变化解释了美国服

务业部门就业占比的上升,其研究结果表明,投入-产出结构的差异和变化对于经济结构转型过程

的后期阶段影响非常重要。Sposi(2019)在一个开放经济中运用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用投入-产

出结构的差异解释了各国经济结构及其变化路径的差异性。研究发现,由于各国的投入-产出结构

会随着经济发展出现系统性变化,投入-产出链至少会通过两种渠道影响到产业结构的变化。首

先,投入-产出链是最终需求结构变化引起部门增加值结构变化的中介传导机制,因此,各国之间投

入-产出结构的差异会直接导致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工业增加值份额驼峰型变化路径的差异。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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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Jones(2013)估计在总产出中,中间产品的比重在很多国家都达到50%,尽管不同的行业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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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产出链也是偏向型技术进步引起部门产品相对价格变化的主要传导机制,因此,各国投入-
产出结构的差异会直接放大偏向型技术进步所引起的部门相对价格变化的幅度。由于穷国农业比

富国农业更密集使用价值增加型要素,而富国的服务业比穷国的服务业更密集使用服务类产品作为

中间投入要素,而且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农业技术进步最快而服务业技术进步最慢,由此就导致穷国

农产品相对价格比富国下降得更快,而富国服务业产品相对价格比穷国上升得更快。因此,通过投

入-产出结构差异的影响机制,价格效应使得穷国的农业占比比富国下降得更快,从而导致穷国的

工业增加值占比相对于富国而言具有一个上升速度更快的驼峰型。此外,Duarte& Restuccia
(2020)的研究也表明,如果不同部门的投入-产出结构存在差异性,即使不存在技术进步差异,需求

驱动的结构变化机制也会通过这一机制导致不同产品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并由此导致服务业部门

的产品价格相对于制造业上涨。
还有一些研究认识到劳动力市场摩擦和要素市场扭曲对经济结构变化路径的重要影响,因为经

济结构转型中还存在一些以上机制都无法解释的现象,需要通过这一机制才能得到解释。例如,在
经济结构转型初期,农业部门的就业占比总是远高于其产值或增加值占比,尽管在转型后期两者差

距在不断缩小;而以产值和增加值占比衡量的结构转型速度要比以就业占比衡量的结构转型速度快

得多。或者,转型初期农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和工资水平总是低于其他部门。经验数据显示,各
部门间,特别是农业和非农业部门间的工资存在显著差异(Guillóetal,2018;Herrendorf&Schoe-
llman,2018)。为了解释结构转型中部门产值和增加值占比结构变化与就业占比结构变化的不同步

性以及其他一些经验事实,劳动力市场摩擦和要素市场的扭曲被认为是一种必须被考虑的重要机制

(Buera&Kaboski,2009)。劳动力市场摩擦和要素市场扭曲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机制很容易被

理解。由于劳动力市场摩擦和扭曲,劳动力无法在部门之间无成本地流动,从而会阻碍或者至少会

延缓劳动力从低技术部门向高技术部门转移的进程,这种劳动力市场的摩擦由此就会导致部门之间

出现工资差距,进而产生部门间劳动收入占比同增加值占比之间的差异及其变化的不同步性。Ca-
selli&Coleman(2001)和Dennis&Iscan(2007)等通过分析劳动力转移成本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影

响发现,这一机制能够显著延迟就业占比结构的变化速度,并会导致部门间存在持续的工资差距。

Swiecki(2013)和Alonso-Carrera&Raurich(2018)也都发现,劳动力市场扭曲和劳动力流动成本对

部门间就业结构变化路径和部门增加值结构变化路径都有重要影响。不过,尽管劳动力市场摩擦和

要素市场扭曲对经济结构转型的速度以及服务业就业占比的影响非常重要,但它并不影响经济结构

长期变化的形状和趋势(Herrendorfetal,2014)。

五、不同机制影响经济结构转型效应的大小

一旦认识到经济结构变迁是众多因素和机制共同驱动和影响的结果,经济学界就开始探讨和分

析不同国家在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以及在经济结构转型的不同阶段中,究竟哪些因素和机制在起主

导作用? 不同因素和机制对经济结构变化的不同特征事实的解释能力有何差异? 因此,这些成为近

期文献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在运用理论模型模拟实际经济结构变化过程时,由于现实经济中每个

产业的产品都部分成为其他产业的中间投入要素,这使得实际数据中各产业的增加值和消费支出的

数据同模型中产出和消费支出的数值在匹配上存在很大困难(Herrendorfetal,2014)。因此,在实

际研究中,大多数文献都用劳动力份额的数据来衡量经济结构变迁过程。
非位似型偏好驱动的收入效应和偏向型技术进步驱动的价格效应始终被认为是经济增长过程

中引起结构变化的两种最主要的机制,这两种效应对结构转型过程的解释能力及其各自作用大小最

为学者所关注。Dennis&Iscan(2009)首先利用1800—2000年间长达两个世纪的数据,分析了收

入效应和价格效应在这一期间美国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其研究结果表明:(1)
以模型预测的非农部门劳动力份额年平均增长率占现实经济中这一份额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的比

例来衡量,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的解释力之和在1820—1900年间和1900—1950年间分别为8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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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但1950—2000年间模型预测的非农部门劳动力份额增长率比实际高出13%。(2)在这三个时

期中,收入效应的解释力度都超过80%;价格效应在前两个时期几乎没有解释力,在1950—2000年

间的解释力为26%,其中1950—1960年间为12%,1960—2000年间上升至38%。(3)无论是从非

农部门劳动力份额的预测值同实际值之比来看,还是从预测路径同实际路径的吻合程度来看,收入

效应在1950年之前的就业结构转型中都起着主导作用,而价格效应在1950年之后的就业结构转型

中起主导作用。Iscan(2010)分析了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在1900—2000年间美国劳动力从工业向服

务业转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若以模拟数据同实际数据的均方根误差衡量,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能

解释这一期间美国服务业劳动力份额上升的2/3。Boppart(2014)分析了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对

1946—2011年间美国商品和服务消费支出占比结构变化的解释力度,根据模型构造的经济结构效

应分解公式的估计结果:(1)如果把美国经济结构变化机制都归因为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那么1946
年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的贡献率大约分别为56%和44%,2011年则分别变为47%和53%;(2)收入

效应和价格效应对战后美国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同等重要,但随着收入增加所带来商品支出份额的

下降,收入效应的作用在不断下降,价格效应的作用在逐渐上升。Swiecki(2017)详细考察了收入效

应、价格效应、国际贸易效应和劳动力流动成本效应对1970—2005年间44个国家经济结构变化的

影响,其数值模拟结果表明:(1)偏向型技术进步是驱动经济结构变化机制中最重要的力量,这一种机

制能解释这44个国家中三个部门间劳动力份额变化的43%,它也是解释结构变化后期劳动力从制造

业向服务业流动的唯一不可或缺的机制。(2)非位似偏好能解释44个国家中三个部门间劳动力份额变

化的27%,它在经济结构早期变化阶段具有重要作用,是解释早期农业劳动力流出的主要机制,忽视非

位似偏好的作用可能会高估农业发展对总体生产力的影响。综上所述,收入效应在经济结构变化早期

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型中作用比较大,而价格效应则在后期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中作用比较大。
正如前文所指出,任何单一机制的结构变化模型都无法合理解释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变化全

过程。Iscan(2010)研究发现,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仅能解释1900—2000年间美国服务业劳动力份

额上升的2/3,其余的1/3需要由其他因素来解释。Buera& Kaboski(2009)也认为,仅凭收入效应

和价格效应无法解释经济结构变化的全部过程。一些研究估测了劳动力流动成本和投入-产出结

构这两种因素在经济结构转型的作用。Berlingieri(2014)基于理论模型模拟的结果则表明,投入-
产出结构的变化能够解释美国1948—2002年间服务业就业增长的36%和制造业就业下降的25%。

Kehoeetal(2018)基于一个两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数值模拟表明,投入-产出结构的引入能使

得模型对1992—2012年间美国商品生产部门劳动力份额下降的解释力度从66.2%提高到86.1%
(各部门产值增加之比相同)和99.2%(各部门的投入-产出结构完全不同)。Sposi(2019)基于一般

均衡分析框架的模拟结果表明,引入投入-产出结构的差异能够解释1995—2011年间全球41个国

家间制造业占比驼峰形状曲率差异的74%。由此可见,为了更好地解释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投
入-产出结构效应必不可少。Alonso-Carrera&Raurich(2018)构建了一个具有非位似偏好和劳动

力流动成本的结构转型模型,其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同没有劳动力流动成本相比,加入劳动力流动成

本后,模型对1880—2000年间美国农业部门劳动力份额变化路径的解释力从94.9%提高到

96.8%,对农业增加值份额变化路径的解释力从6.4%提高到88.9%。Swiecki(2017)的研究则认

为,虽然劳动力流动成本变化本身不能引起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但是,它能同收入效应机制和国际贸

易机制等相互作用而影响结构变化路径。其模拟结果表明,如果去掉劳动力流动成本的影响,模型

对1970—2005年间44个国家三部门间劳动力份额变化路径的解释能力下降了35%。因此,就解释

各国经济结构变化路径的差异性而言,劳动力市场摩擦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机制。
比较优势带来的国际贸易效应对小国经济结构变化路径的作用必不可少。Uyetal(2013)研究

发现,开放经济下的国际贸易效应对解释1971—2005年间韩国劳动力结构变化非常重要,加入开放

经济假设能使得模型模拟的三个部门劳动力份额数据同实际数据的均方根误差从0.083下降到

0.053,而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劳动力份额的均方根误差则分别从0.10、0.079和0.062下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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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0.037和0.060。当然,非位似偏好驱动的收入效应对于解释韩国的经济结构变化也非常重

要,它能够使得模型模拟的均方根误差在封闭经济假设下从0.175下降到0.083,在开放经济假设下

从0.122下降到0.053,且收入效应对于农业和服务业劳动力份额结构的变化更为重要,对制造业的

影响不大。Swiecki(2017)的数值模拟结果发现,国际贸易效应能解释1970—2005年间44个国家三

部门劳动力份额变化路径的21%,且国际贸易机制对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在不同国家之间差异很大,
它对加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小国特别重要;国际贸易机制还会同劳动力市场摩擦机制相互作用,且一

旦存在国际贸易时,劳动力流动成本变化对于解释劳动力的配置具有重要作用。由此可见,开放经济

和国际贸易机制对于解释小国的经济结构转型特别重要,特别是对其制造业的变化特征就更为重要。

六、总结和评述

通过以上文献回顾和评述可以看出:首先,有关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机制研究已经非常全面和成

熟,增长理论目前的重点已经转变到长期增长过程中人口经济转型和经济结构变迁等方面。其次,
在理论研究方面,现有文献对推动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的主要因素已有非常充分和全面的研究,对
于经济增长如何影响经济结构变化的机制也有透彻研究。文献中所阐述的理论同经济增长的Kal-
dor事实和经济结构变迁的Kuznets事实也很吻合。在实证研究方面,现有文献已经研究了不同机

制在各国经济从农业向工业转型以及工业向服务转型中的贡献,并探究了哪些因素对经济结构变化

的不同阶段起其主要作用。但是,关于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转型还存在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有待于进

一步研究,这些问题也正是这一领域的研究前沿,它对指导各国经济发展以及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

题都具有重要意义。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尽管现有文献已经对不同机制在影响经济结构变化的不同阶段中的作用有一些研究,但

结论并不是很明确。尤其是,还很少有文献能在同一个模型中对三次产业在消费支出份额、产出或

增加值份额以及劳动力份额这三种结构变化路径做出统一的解释,而能够在同一个模型具体地分解

出不同机制对这三种结构变化路径的影响效应的研究文献就更少;不同文献就不同机制对结构变化

影响效应相对大小的结论更缺乏一致性。另外,关于产业内部不同行业间的结构变化特征,尽管已

有不少文献关注过,但还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结论,仍是一个有待于研究的问题。
第二,关于经济结构变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文献还很少,更未有能被普遍认可的结论。尽管

经验研究已经注意到第三产业占比同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Echevarria,1997;Moro,

2015),也有最新的文献正在讨论这一问题(Len-Ledesma& Moro,2020),但对于结构变化如何影响

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文献还不多,结构变化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还没有定论,其影响机制更

是未知。Baumol(1967)曾认为服务业占比的提高会降低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对于第三产业的技术进步

为什么更低,产业结构变化是否会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三次产业的技术进步及其方向,现有文献基本没

有研究。更一般地说,关于第一、二、三产业实际增长率和技术进步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互动机制如何,
目前还很少有文献研究,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也是理解经济结构变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

以上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理解和预测我国未来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的关系,以及我国长期经

济增长的速度和趋势,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于指导我国的长期发展战略和产业支持政

策,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Acemoglu,D.(2003),“Patternsofskillpremia”,ReviewofEconomicStudies70(2):199-230.
Acemoglu,D.&V.Guerrieri(2008),“Capitaldeepeningandnonbalancedeconomicgrowth”,JournalofPolitical
Economy116(3):467-498.
Acemoglu,D.etal(2002),“Distancetofrontier,selection,andeconomicgrowth”,NBERWorkingPaper,No.9066.

Acemoglu,D.etal(1997),“WasPrometheusunboundbychance?Risk,diversificationandgrowth”,JournalofPo-
liticalEconomy105(4):709-751.
Acemoglu,D.etal(2015),“Statecapacityandeconomicdevelopment:Anetworkapproach”,AmericanEconomic

—831—



Review105(8):2364-2409.
Aghion,P.&P.Howitt(1992),“Amodelofgrowththroughcreativedestruction”,Econometrica60(2):323-351.
Aghion,P.etal(1999),“Inequalityandeconomicgrowth:Theperspectiveofthenewgrowththeories”,Journalof
EconomicLiterature37(4):1615-1660.
Alder,S.T.etal(2019),“Atheoryofstructuralchangethatcanfitthedata”,CEPRDiscussionPapers,No.13469.
Alonso-Carrera,J.& X.Raurich(2018),“Labormobility,structuralchangeandeconomicgrowth”,Journalof
Macroeconomics56(C):292-310.
Alvarez-Cuadrado,F.etal(2017),“Capital-laborsubstitution,structuralchangeandgrowth”,TheoreticalEconomics12
(3):1229-1266.

Alvarez-Cuadrado,F.& M.Poschke(2011),“Structuralchangeoutofagriculture:Laborpushversuslaborpull”,

AmericanEconomicJournal:Macroeconomics3(3):127-158.
Alvarez-Cuadrado,F.etal(2018),“Capital-laborsubstitution,structuralchangeandthelaborincomeshare”,Jour-
nalofEconomicDynamicsandControl87(C):206-231.
Banerjee,A.&A.F.Newman(1993),“Occupationalchoiceandtheprocessofdevelopment”,JournalofPolitical
Economy101(2):274-298.
Barro,R.J.(1990),“Governmentspendinginasimplemodelofendogenousgrowth”,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
98(5):S103-S125.

Baumol,W.J.(1967),“Macroeconomicsofunbalancedgrowth:Theanatomyofurbancrisis”,AmericanEconomic
Review57(3):415-426.
Becker,G.S.&R.J.Barro(1988),“Areformulationoftheeconomictheoryoffertility”,QuarterlyJournalofEco-
nomics103(1):1-25.
Berlingieri,G.(2014),“Outsourcingandtheriseinservices”,CEPDiscussionPaper,No.1199,LondonSchoolofEconomics.
Betts,C.etal(2017),“Trade,reform,andstructuraltransformationinSouthKorea”,IMFEconomicReview65
(4):745-791.

Bhattacharya,J.&S.Chakraborty(2012),“Fertilitychoiceunderchildmortalityandsocialnorms”,EconomicLetter
115(3):338-341.

Bhattacharya,J.&S.Chakraborty(2017),“Contraceptionandthedemographictransition”,EconomicJournal127
(606):2263-2301.

Bloom,D.E.&J.D.Sachs(1998),“Geography,demography,andeconomicgrowthinAfrica”,BrookingsPapers
onEconomicActivity (2):207-295.
Boppart,T.(2014),“StructuralchangeandtheKaldorfactsinagrowthmodelwithrelativepriceeffectsandnon-
Gormanpreferences”,Econometrica82(6):2167-2196.

Buera,F.J.&J.P.Kaboski(2009),“Cantraditionaltheoriesofstructuralchangefitthedata?”,JournaloftheEu-
ropeanEconomicAssociation7(2-3):469-477.
Caselli,F.& W.J.Coleman(2001),“TheU.S.structuraltransformationandregionalconvergence:Areinterpreta-
tion”,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09(3):584-616.
Cervellati,M.& U.Sunde(2015),“Theeconomicanddemographictransition,mortality,andcomparativedevelop-
ment”,AmericanEconomicJournal:Macroeconomics7(3):189-225.

Chatterjee,H.& T.Vogl(2018),“EscapingMalthus:Economicgrowthandfertilitychangeinthedevelopingworld”,

AmericanEconomicReview108(6):1440-1467.
Comin,D.etal(2019),“Structuralchangewithlong-runincomeandpriceeffects”,NBERWorkingPaper,No.21595.
Clark,C.(1940),TheConditionsofEconomicProgress,MacMillan.
DAlbis,H.etal(2018),“Development,fertilityandchildbearingage:Aunifiedgrowththeory”,JournalofEco-
nomicTheory177(3):461-494.
Deaton,A.&J.Muellbauer(1980),EconomicsandConsumerBehavior,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Dennis,B.&T.Iscan(2007),“Productivitygrowthandagricultureout-migrationintheUnitedStates”,Structural
ChangeandEconomicDynamics18(1):52-74.
Dennis,B.&T.Iscan(2009),“EngelversusBaumol:AccountingforstructuralchangeusingtwocenturiesofU.S.

—931—

王弟海等: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研究进展



  2021年第1期

data”,ExplorationsinEconomicHistory46(2):186-202.
Doepke,M.(2005),“Childmortalityandfertilitydecline:DoestheBarro-Beckermodelfitthefacts?”,Journalof
PopulationEconomics18(2):337-366.
Duarte,M.&D.Restuccia(2010),“Theroleofthestructuraltransformationinaggregateproductivity”,Quarterly
JournalofEconomics125(1):129-173.
Duarte,M.&D.Restuccia(2020),“Relativepricesandsectoralproductivity”,JournaloftheEuropeanEconomic
Association18(3):1400-1443.
Echevarria,C.(1997),“Changesinsectoralcompositionassociatedwitheconomicgrowth”,InternationalEconomic
Review38(2):431-452.
Eckstein,Z.etal(1999),“AquantitativeanalysisofSwedishfertilitydynamics:1751-1990”,ReviewofEconomic

Dynamics2(1):137-165.
Edgerton,R.B.(1992),SickSocieties:ChallengingtheMythofPrimitiveHarmony,FreePress.
Fisher,A.G.(1939),“Production,primary,secondaryandtertiary”,EconomicRecord15(1):24-38.
Fourastie,J.(1949),LeGrandEspoirduXX̀emeSìecle,Paris:P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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